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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高行政法院於民國 114 年 2 月 20 日作成 113 年度交上統字第 2 號判決，首次統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9 項之規範對象，明示該項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

人同一為適用前提。本文以「處罰對象之認定」與「責任主義」為分析主軸，肯認本

判決釐清處罰對象之貢獻，並進一步指出其尚未處理之深層問題：其一，「汽機車所有

人」在民法第 761 條交付主義與行政車籍登記間存在概念雙軌；其二，德國警察法上

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之區分，對本案規範定位具有重要意義；其三，道交條例第 85 條

第 3項推定過失規定於行政罰法施行後仍有適用爭議；其四，立法院同年 11月 19日修

正公布相關規定，衍生合憲性疑慮。本文主張，行政罰之實質責任歸屬應以行為責任

為基礎；行政罰法施行後，推定過失制度應予放棄。立法者以中性主詞使吊扣牌照效

果與行為人主觀責任脫鉤，實係以狀態責任之外觀包裝處罰規範，與處罰法定原則、

責任主義及比例原則均有扞格。另就道交條例第 43 條第 4 項吊扣車主牌照之規定，依

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亦應採取與本判決相同之限縮解釋，並有待憲法層次之終局釐清。 

關鍵詞：處罰對象、責任主義、酒駕吊扣牌照、行為責任、狀態責任 

一、前言：案例事實與爭點 

民國 114年 2月 20日，最高行政法院作成 113年度交上統字第 2號判決（下

稱本判決），主文為：「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本案事實並不複雜：上訴人

甲所有之自用小客車，於 111年 6月 30日深夜由其成年之子駕駛，行經臺北市八

德路時遭警方攔檢，測得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36 毫克，違反裁處時道交條例

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遂依同條第 9項前段，對車輛登記

名義人甲裁處吊扣汽車牌照 24個月。甲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一審採肯定說，認

其對車輛具有支配管領可能，足以成立推定過失責任，因而駁回其訴。甲上訴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本件法律問題於下級審見解分歧，且有統一裁判見解之必要，

 
1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聯絡地址：333322桃園市龜山區樹人路 56號，中央警察大學法

律學系。電話：03-3282321分機 4245。E-mail：una157@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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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依行政訴訟法第 263條之 4第 1項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 

本案核心爭點在於：道交條例第 35條第 9項所定吊扣汽機車牌照 2年之規範

對象，究竟僅限於酒駕駕駛人，抑或亦包括未實施違規行為之車輛所有人？此一

問題表面上屬個別條文解釋，實則關係行政罰之發動是否必須以受處罰人自身違

法行為為基礎。圍繞本案，可見三組相互交錯對立概念：其一，民法上動產所有

權 人 與 行 政 管 理 上 車 籍 登 記 名 義 人 之 區 分 ； 其 二 ， 人 的 行 為 責 任

（Verhaltensverantwortlichkeit）與物的狀態責任（Zustandsverantwortlichkeit）之

分流；其三，司法統一見解與立法回應之緊張關係。本文即以「處罰對象之認定」

與「責任主義」為主軸，依序展開分析（李建良，2021b；洪家殷，2024）。 

尤應注意者，立法院於本判決宣判後僅九個月，即於 114 年 11 月 19 日修正

公布道交條例，將第 35條第 9項原以「汽機車駕駛人有……」為主詞之文字，改

為「違反……」，使本案爭議迅速由法律解釋層次轉入合憲性審查層次，殊值關

注。以下首先整理本案歷審見解與最高行政法院統一見解之論證（二）；其次，

評析處罰對象之認定、所有人概念之雙軌、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之區辨，以及推

定過失制度等爭點（三）；再者，檢討本判決對實務之影響及 114 年 11 月修法之

合憲性疑慮，並提出規範建議（四）；最後總結全文（五）。 

二、判決要旨 

2.1 原審判決：肯定說之理由 

原審認為，道交條例第 35 條第 9 項與第 43 條第 4 項之文字體例相同，故得

比附援引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21 號之研討結

果。依其見解，該條項所吊扣者為「違規之汽車牌照」，文義上並未限定駕駛人

須與所有人同一。原審進一步指出，車輛所有人對汽車具有支配管領權限，因而

負有監督使用人合法駕駛之公法上義務；又依道交條例第 85條第 3項之推定過失

規定，甲既未能證明已善盡監督義務而無過失，即具可非難性與可歸責性，故駁

回其訴2。 

2.2 最高行政法院統一見解：否定說之理由 

本判決明確採取否定說，並從立法歷程、體系解釋、與第 7 項之區別，以及

第 43 條能否比附援引等四個面向展開論證。就立法歷程而言，「吊扣汽機車牌照

2 年」係 111 年 1 月 28 日修正時增訂。依立法院公報所載修法過程，立法委員原

提案主張酒駕（含再犯）及拒絕酒測均應沒入車輛；交通部則認為，車輛屬人民

財產，若不分情節輕重一律沒入，恐違反比例原則，故建議僅於肇事致人重傷或

死亡時沒入車輛，並就單純酒駕或拒絕酒測增訂吊扣牌照處分，以達類似之對車

制裁效果，後為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採納。由此可知，增訂吊扣牌照 2 年之目的，

在於加重對酒駕者之非難與警惕，而非處罰未實施違規行為之車輛所有人。就體

系解釋而言，道交條例如欲處罰「汽機車所有人」，通常均有明文，例如同條第 7

項；第 9 項既無此規定，依處罰法定原則，自不得擴張適用於所有人。就與第 7

項之區別而言，第 7 項係針對所有人「明知而不予禁止駕駛」之防止義務，第 9

 
2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交字第 494 號行政判決（民國 112 年 2 月 2 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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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則無創設此種保證人地位之意旨。至於第43條能否比附援引，因二者立法歷程

及規範脈絡均不相同，亦不得逕行類推。基於上述理由，本判決廢棄原判決並撤

銷原處分。 

2.3 本判決之意義 

綜觀全判決，其係以處罰法定原則為論證樞紐，具有三層意義：其一，肯認

處罰法定原則之嚴格效力，拒絕以「文義未排除」為由擴張處罰相對人之範圍；

其二，揭示保證人地位之創設須有法律明文，否定過去實務以「對物有支配管領

權限」推導所有人防止義務之論證；其三，本判決係依徵詢程序作成之統一見解

判決，對後續類案具有規範上之拘束作用3，其射程不以個案為限。 

三、判決評析 

就個案結論而言，本判決應予肯定；惟其論證脈絡及尚未處理之深層問題，

仍有進一步分析之必要。以下將依序討論四項爭點：處罰對象之認定與處罰法定

原則、「汽機車所有人」概念之雙重意涵、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之區辨，以及推

定過失制度在有責性原則下之適用疑義。 

3.1 處罰對象之認定與處罰法定原則 

3.1.1 處罰法定原則之內涵與憲法基礎 

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

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即處罰法定原則之明文依據。就憲法基礎而言，該原

則係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在行政罰領域之具體化，亦源於法治國原則所要求

之可預見性（李建良，2025a）；其於道路交通秩序法規之適用，亦為學說所重視

（湯儒彥，2011）。具體而言，行政罰之構成要件、處罰相對人及法律效果，均

須由法律明文規定。其中，處罰相對人之確定，即本文所稱「處罰對象之認定」。

行政罰之發動，不僅須確認客觀違法事實，更須將該事實歸屬於特定且可歸責之

人；欠缺此一歸屬關係，即使違法事實存在，亦不得合法裁罰。處罰法定原則之

保障功能，正在於使人民得以預見何種行為、由何人承受何種制裁。若處罰相對

人可由行政機關或法院事後以解釋擴張，人民之預見可能性即遭破壞。是以，處

罰對象之認定應先於主觀責任要件之審查；前者與故意、過失及責任能力等有責

性判斷，構成前後相接之雙層審查架構（洪家殷，2024）。 

3.1.2 肯定說推論結構之三項疑義 

本判決作成前，肯定說之推論主要有三項疑義。第一，其以第 9 項文義「並

未限定」駕駛人與所有人須為同一人，進而認為文義上可包括所有人。此一推論

倒置了處罰法定原則：該原則要求的是「無明文即不得處罰」，而非「未明文排

 
3 行政訴訟法第 263 條之 4 第 5 項參照。依該項規定，最高行政法院之裁判以裁定發交高等行政法

院前所徵詢之其他庭均同意變更見解或未表示異議者，即生統一裁判見解之效力，對後續類案具

事實上之拘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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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即得處罰」。若僅以條文未排除為處罰依據，即違背法治國對處罰權行使之自

我限制。 

第二，肯定說以第 35 條第 9 項與第 43 條第 4 項「文字體例相同」為由，比

附援引 98 年法律座談會就第 43 條所作之結論。然而，二者之立法歷程與規範脈

絡並不相同，本判決指出不得逕行類推，應屬妥當。類推適用須以規範計畫上存

在漏洞為前提；處罰規範之擴張解釋或類推，則為處罰法定原則所禁止。 

第三，肯定說援引道交條例第 85條第 3項之推定過失規定，認為所有人未善

盡監督管理義務即具可歸責性。此一推論忽略了先決問題：必須先確認第 9 項之

規範對象包括所有人，才有進一步審查其有無過失之可能。處罰對象之認定屬於

處罰法定原則下的第一層審查；若第一層審查未通過，第二層有責性審查即無從

展開，第 85條第 3項亦無適用餘地。原審將「是否得處罰」之先決問題，與「是

否得免責」之有責性審查混為一談，正是雙層審查次序的顛倒。 

3.1.3 本文意見 

本文贊同本判決所採取之解釋進路。尤值肯認者，本判決明確指出：立法者

並無意使所有人僅因其對汽機車具有所有權，即當然處於保證人地位，並負有防

止駕駛人發生違規行為之作為義務。此一論述精準點出：事實上之支配管領並不

當然轉化為法律上之義務來源，亦即行政法上之保證人地位並非可由「支配」或

「管領」等事實狀態推導而生。 

公法領域中是否承認保證人地位，向來存有爭議。多數學者主張，行政法上

之作為義務必須回歸法律保留原則嚴格審查，避免將刑法上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概

念，無限制擴張至行政管制領域（蔡宗珍，2011）。若容許行政機關或法院僅以

「支配管領」作為推導防止義務之基礎，則形同以解釋創設處罰構成要件，對法

治國原則構成重大威脅。 

本判決的意義在於：其拒絕以所有權或事實支配作為推定作為義務的萬能來

源，而是要求行政處罰必須具有明確的法律授權。此舉不僅避免行政罰責的過度

擴張，也維護了行為責任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對行政罰法制具有重要的制度

性示範效果。 

3.2 「汽機車所有人」概念之雙重意涵 

3.2.1 民法所有權人與車籍登記名義人之區別 

我國法上「所有人」一詞，會隨規範脈絡而有不同意涵。在民法上，依民法

第 761 條，動產物權之讓與須有讓與合意並完成交付（包含簡易交付、占有改定

與指示交付）始生效力，據此認定者係物權法上之真正所有人。在行政管理上，

車輛應依公路法及相關規則向公路監理機關請領牌照並辦理登記，車籍資料所載

之登記名義人即為車主。兩者之規範功能截然不同：前者係判斷民事權利歸屬之

依據，後者則為行政管理之公示機制。實務見解亦一貫認為，汽車物權之讓與仍

依民法交付主義決定，牌照登記僅屬行政管理措施，並非所有權移轉之生效要件。

準此，登記名義車主未必即為真正所有人，真正所有人亦未必登記為車主（章程，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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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於本案之適用與本文見解 

本案正足以顯現此一概念雙軌於個案上之意義。甲於原審自承其與兒子同住，

車輛鑰匙平日放置家中抽屜，兒子欲前往較遠之處即逕行取用。父母購車後登記

於己名下、實際由子女使用之情形，於我國極為常見，其民事關係約有三種可能：

其一為使用借貸，所有權仍歸父母，子女僅取得使用收益之權；其二為以現實交

付或占有改定為之之贈與，所有權已依民法第 761 條移轉予子女，僅車籍登記未

隨之變更；其三為借名登記，購車資金出於子女，僅將車籍登記於父母名下，所

有權自始即屬子女。三者之外觀（登記名義與實際使用相互分離）幾無差異，所

有權歸屬之認定卻大相逕庭，且其證明多繫於家庭內部之合意，行政機關實難查

證。就第 9 項而言，甲不論是否為民法上真正所有人，酒駕者既為其子，甲即非

規範對象，判決結論並不受影響；惟若改循第 7項之處罰路徑，「所有人」所指為

何即成無可迴避之先決問題，本判決就此未予正面回應，仍待釐清。 

本文認為，基於處罰法定原則與責任主義，第 7 項所稱「所有人」原則上應

指民法上之真正所有人。理由有二：其一，交通部函釋已明示「明知」與「不予

禁止」均屬處罰要件，舉證責任由舉發機關承擔，行政實務並未採取推定模式4；

其二，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既揭示有責任始有處罰，第 7 項防止義務之成立，

自須以行為人對車輛具備實質支配可能性為前提。登記名義車主若已喪失實質支

配、無從行使禁止權，仍課以防止義務，無異強令其為客觀上不能之事，於責任

主義與期待可能性原則均難謂相符（李建良，2022a、2023、2025b）。至於行政

管理事項上以登記名義人推定為所有人，雖具便宜之效，仍應允許當事人舉反證

推翻，始為妥適。 

3.3 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之分野 

3.3.1 德國警察法之責任二分架構 

德國警察法（Polizeirecht）為履行危險防止（Gefahrenabwehr）之任務，自

19 世 紀 普 魯 士 警 察 法 以 來 ， 即 將 公 法 上 義 務 人 區 分 為 行 為 責 任 人

（Verhaltensstörer）與狀態責任人（Zustandsstörer），形成責任二分架構（李建良，

2021a、2021b）。行為責任以義務人自身行為造成危險為要件，其基礎在於「對

自己行為負責」，與罪責原則相通（林錫堯，2011；李介民，2014）；學說並以

「直接肇因理論」為判準，要求行為與危害之間具有緊密之效果與責任關聯（謝

碩駿，2011）。依此標準，本案中酒駕之駕駛人始為行為責任人，登記名義車主

則不與焉。狀態責任則源於義務人對物之事實支配：所有人或管領人縱未主動製

造危險，因其支配該物，仍負排除該物危險狀態之義務（林昱梅，2010）。此一

架構繼受至我國後，於建築法、環境法等領域之義務人判定上已累積不少學理討

論（蔡宗珍，2011）；惟其於處罰法制上之運用仍屢生混淆，此即本案爭議之理

論根源。 

 
4交通部 111 年 5 月 13 日交路字第 1110405579 號函第三點。該函明示第 7 項之「明知」及「不予

禁止」為處罰要件，且舉證責任在於舉發機關，實務執法皆以汽車所有人與駕駛人同時在同一

車，仍不制止駕駛人酒駕之情形，據以認定違規舉發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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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狀態責任得否作為行政罰之基礎：學說爭議與本文立場 

值得辨明者，此一責任區分方式對於法律效果分流具有重要性。行為責任人

係為自身違法行為負責，故除課予危險排除義務外，尚得加以處罰；狀態責任之

歸責基礎則在於對物之支配，而非行為人自身之違法行為，其法律效果原則上僅

止於課予排除危險之義務（如限期改善、停止使用），不及於處罰。就狀態責任

與行政罰之關係，國內學說見解分歧：洪家殷（2008）認為狀態責任僅係行政法

上義務之發生原因與正當化基礎，與處罰之責任要件有別，不容混同；林錫堯

（2011）則將其定位為特定歸責型態立法之理論依據與解釋方法，並未逕認其足

以作為裁罰基礎；另有論者指出，國內就狀態責任之定義、法律依據及其與無過

失責任之關聯，理解上頗不一致（蔡玉娟，2025）。 

此一分歧其來有自：狀態責任概念繼受自德國警察法制，屬危險防止法上最

為精緻之部分，惟繼受後未能深植於我國法律體系，實務運用時每將「義務之課

予」與「處罰之發動」相互混淆。李建良（2014）評析台中大里掩埋物清理案時

即指出，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之爭議，並非外來語引介之問題，其核心毋寧在於

危險與人之對應關係─究應由何人承擔排除危險之責任、義務與費用。準此，繼

受比較法概念時，應先釐清其於母法體系中之功能定位，始能避免比較法上之誤

差。就此爭議，本文主張以「危險排除」與「制裁非難」之功能區分予以定紛：

狀態責任所能正當化者，僅限於面向未來之危險排除措施；欲對狀態責任人科以

面向過去之處罰，仍須回歸行政罰法，審查其自身有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及故意過失。倘任令狀態責任逕行合理化作為行政罰之正當化基礎，國家即得規

避責任主義之審查，對未為違法行為之人施以制裁，此為法治國原則所不容。 

3.3.3 吊扣牌照之法律性質：管制措施或裁罰處分 

依此區分，吊扣牌照 2 年究屬何種性質，即成關鍵問題。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4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就修正前公路法第 77條第 2項後段之吊扣、吊

銷車輛牌照，認其為管制性行政處分而非行政罰。該決議之立論，係援引增訂當

時之立法說明，指吊扣、吊銷牌照旨在「使該車輛無法再繼續供作違規使用」並

便於執行，且條文亦未將所吊扣之牌照限於違規行為人所有；其後行政法院即形

成穩定見解，認此類處分之作成不以車輛所有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詹鎮榮，

2022）。至於裁罰性與非裁罰性不利處分應如何區辨，學說上討論甚多：有主張

遇有疑義時應先推定為非裁罰性者（林明昕，2015）；詹鎮榮（2022）則以公路

法之管制重心在「人」而不在「車」為由，質疑吊扣車輛牌照是否真能達成管制

目的，並認其實質係藉剝奪車輛使用權制裁義務違反，性質上應歸行政罰；李建

良（2022b）亦質疑，法律既未課予所有人監督防免之義務，所謂管制性處分所

對應之行政法上義務究竟為何，實有未明。 

本文採行政罰說。就道交條例第 35條第 9項而言，吊扣牌照 2年係對車輛使

用利益之長期剝奪，旨在藉加重非難以警惕酒駕者，顯已超出即時排除危險之範

圍（蓋若僅為排除危險，移置保管與扣繳牌照已足），核屬行政罰法第 2條所稱裁

罰性不利處分之典型；主管機關交通部之函釋亦明認其為行政罰，並有行政罰法

第 7 條之適用。準此，其發動必須以受處罰人自身之違法行為為基礎。本判決拒

絕將該條項解為得對未實施違規行為之所有人發動之「狀態責任型」處罰，與行

為責任原則相互契合，殊值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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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推定過失制度之再檢視 

3.4.1 責任要件之演進：釋字第 275 號解釋與行政罰法第 7條 

我國行政罰責任要件之形成，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係司法院釋字第

275 號解釋。該號解釋一方面確立故意過失為行政罰之責任要件，另一方面就僅

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必要之行為，採推定過失模

式，使人民負擔無過失之舉證責任。持平而論，該號解釋於作成時揚棄行政犯不

問故意過失之舊說，確立責任要件，厥功至偉；惟推定過失之設計，本係過渡階

段為減輕行政機關舉證負擔所為之權宜安排，於責任要件已有法律明文之今日，

其存續之正當性自應重新評估。第二階段則為 94年制定之行政罰法第 7條。該條

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主管機關函釋亦

明示行為人有無故意或過失，應由國家負舉證責任5。學說多數見解因而認為，行

政罰法施行後推定過失制度已遭揚棄，行政機關裁罰時須就受處罰人之故意過失

負舉證責任，不得再援引釋字第 275號解釋之意旨倒置舉證責任（洪家殷，2024）。 

3.4.2 道交條例第 85 條第 3項存廢之爭與本文主張 

道交條例第 85條第 3項就逕行舉發或併處他人之案件明定推定過失，為行政

罰法施行後仍留存之特別規定，其應否維持，學說見解不一。贊成者認為交通違

規案件數量龐大且情節瑣細，主觀要件之舉證殊為困難，推定過失有助裁罰之執

行；反對者則指出，因規範擴張而被納入處罰之人（例如車輛所有人）本非主要

行為人，所負舉證負擔卻較行為人本身為重，顯然失衡（洪家殷，2024）；且對

非行為人課以推定過失責任，須有明確之法律授權與合理之歸責基礎，方屬正當

（林文村，2020）。 

就上述爭議，本文認為批評說較為可採，推定過失制度應予放棄，理由有三：

其一，行政罰法第 7 條係行政罰責任要件之總則性規定，體現法治國處罰人民之

基本原則，特別規定縱得為不同安排，仍不得掏空「有責任始有處罰」之核心內

涵；其二，舉證責任倒置雖有便利行政之考量，其代價卻由人民承擔難以預見之

受罰風險，於比例原則之審查難以具備正當性事由；其三，舉證上之困難宜藉類

型化舉證規則加以因應，而非以推定過失轉嫁人民（洪家殷，2024）。就本案而

言，原審之關鍵錯誤，在於未察處罰對象之認定屬先決問題，逕以第 85條第 3項

之推定過失填補規範對象之欠缺；第 9 項既未以所有人為規範對象，則其有無過

失，均不生受罰之問題。 

四、判決效應與 114 年 11 月立法回應之檢討 

4.1 統一見解於下級審之實踐 

統一見解作成後約二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即於 114年 3月 6

日以 113年度交字第 3199號判決，再次撤銷同類型案件之原處分。該案原告公司

所有之車輛，遭公司員工於下班時間擅自駛出並酒後駕車，裁決機關因而裁處吊

 
5法務部 99 年法律決字第 0999047454 號函參照。該函明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行為

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如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則無可非難性

及可歸責性而不予處罰；至行為人有無故意或過失，應由國家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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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牌照 24 個月；該判決全面採納統一見解，明示第 35 條第 9 項須於汽機車所有

人與駕駛人同一時方有適用。設依肯定說，車輛遭他人擅自取用之所有人尚須自

證無故意過失始能免罰；採否定說者，則自始即不列入規範對象，就責任主義之

貫徹顯較妥適。另應指出者，本判決之立場與行政主管機關歷來函釋並無二致：

交通部早於 111 年即明確表示吊扣車輛牌照為行政罰，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7 條，

且舉證責任在於行政機關。可見統一見解之作成，不僅拘束各級法院，亦促使裁

決機關回歸函釋所示之責任主義立場，於裁罰前切實審查處罰對象及責任要件。 

4.2 114 年 11 月 19 日修法之內容及其立法意圖 

本判決經公告後九個月，立法院即於 114 年 11 月 19 日修正公布道交條例。

第 35 條第 7 項刪除原條文末段「並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僅留依第 1 項所定

之罰鍰；第 9 項則將原文「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

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改為「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吊

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並於移置保管該汽機車時，扣繳其牌照」。依修正理由所

載，係因吊扣牌照乃針對汽車所有人所為之處分，與酒駕違規行為之處罰對象並

不相同，為明確界定裁罰主體，故刪除原第 7 項後段並調整第 9 項之處罰主體用

語，俾使所有人與駕駛人非屬同一人時亦有吊扣牌照規定之適用。立法者之意圖

至為明確：於最高行政法院作成限縮解釋後，藉修法使該條項重新適用於所有人

與駕駛人不同一之情形。 

細繹修正後之文字，其規範技術可從三個層次理解。第一層是規範主體之去

人格化：原條文以「汽機車駕駛人」為主詞，具備行為責任之典型結構；修正後

改以「違反…」此一非人格化之事件描述，使處罰之發動改以違規事實之出現為

客觀觸發要件。第二層是法律效果之物權化：吊扣牌照之效果不再繫於特定行為

人，而附麗於違規事實所對應之車牌本身，由對人之行為罰轉為對物之狀態性處

置，僅憑條文文義已難認定何人應受處罰。第三層是責任類型之置換：透過前述

兩層轉化，原屬行為責任之吊扣處罰，實質上已改採近似狀態責任之歸責模式；

然修正理由僅以「明確規範裁罰主體」帶過，對此一責任類型之根本變動並未正

視。本文將此種手法稱為「以狀態責任之外觀包裝行為罰」之立法技術。 

尤值注意者，111 年 1 月 28 日增訂本項時，立法歷程已明白揭示其目的在於

加重對「酒駕者」之非難制裁，本判決亦據此為立法歷程解釋；114 年之修正理

由卻改稱酒駕扣牌規定不以駕駛人與所有人同一為限。同一條項之規範對象，前

後立法資料所述竟相互齟齬，正足以說明 114 年修正並非澄清原有立法意旨，而

係以新立法覆蓋司法解釋之規範變更。此於法律適用上有二層意義：其一，修正

後條文之解釋，不得再逕行援引 111 年修正時之立法資料；其二，立法者事後之

改稱，並不使該條項免受合憲性審查，蓋立法形成自由之界限，正在於憲法上處

罰法定原則與責任主義之要求。 

4.3 修正條文之合憲性檢驗 

114 年 11 月之修正，就立法技術而言固屬巧妙，惟自合憲性角度審視則不無

疑義。第一，就處罰法定原則而言，該原則要求處罰之相對人須經法律明文指定，

其審查不能僅停留於文義表象，尚須深究規範之實質內涵。吊扣牌照 2 年既屬行

政罰（詳前述 3.3.3），其發動自須以特定受處罰人及其可歸責事由為前提。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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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此一中性主詞，使處罰效果與行為人脫鉤，形式上雖迴避了相對人之指

定，實質上卻使行政機關得對法律未明確指明之人（登記名義車主）發動處罰，

顯與處罰法定原則之保障功能相違。 

第二，就狀態責任之界限而言，日後實務或將以下列論點為修正辯護：車輛

之使用本具危險性，吊扣牌照乃針對危險物所為之排除措施，屬狀態責任之發動，

不以行為人有故意過失為要件。惟如前所述，狀態責任所能正當化者，僅止於危

險排除措施。吊扣牌照 2 年並非為使車輛暫停行駛以消弭當下之危險（此一功能

已由移置保管及扣繳牌照承擔，且其性質屬代履行之管理措施）6，而係藉剝奪所

有人 2 年之使用利益以示非難，顯已跨入處罰之領域，自不得逕以狀態責任證立

（洪家殷，2008）。 

第三，就責任主義與體系正義而言，修正後第 9 項於實際操作時，行政機關

終須指定處分相對人；若以登記名義車主為相對人，未實施酒駕之車主僅因車輛

遭他人酒後駕駛即遭吊扣牌照 2 年，顯然背離為自己行為負責之基本要求。更值

注意者，同次修正之第 21條之 1第 6項，就聯結車等大型車輛之違規，明文賦予

汽車所有人於已善盡查證注意、或縱加相當注意仍不免發生違規時得免受處罰之

空間；反觀同次修正之第 35條第 9項則付之闕如，使酒駕案件之車主較之大型車

違規案件之車主，處境反而更為不利。同一部條例、同一次修正，對性質相同之

車主責任竟為顯然歧異之處理，於體系正義上實難自圓其說。學說並指出，此類

免責規定應僅具例示作用，不得據以反面排除其他無故意過失之情形（洪家殷，

2024）；準此，立法者縱於第 35 條增設免責條款，亦僅能緩和而無從取代故意過

失要件之審查。 

綜上所述，修正後第 35條第 9項若解為得適用於未實施酒駕行為之車輛所有

人，將同時觸及多重合憲性疑慮：就處罰法定原則，係藉中性主詞迴避處罰相對

人之明文指定；就責任主義，係對未為違規行為且無主觀可歸責性之車主逕予處

罰；就比例原則，於適合性而言，吊扣未違規車主之牌照能否遏止「駕駛人」再

犯，殊值懷疑，於必要性而言，立法者尚有增訂免責條款、明定歸責要件之處罰

等侵害較小而效果相當之手段可供選擇，於狹義比例性而言，長達 2 年之使用利

益剝奪與車主之可歸責程度顯不相當；就憲法第15條，則使未違規之人民因他人

違法使用車輛而長期承受財產權之限制。日後司法機關再遇此一爭議時，宜依憲

法訴訟法聲請憲法法庭裁判，就此一立法回應之合憲界限為根本之釐清。 

4.4 本判決之延伸：第 43 條第 4項應同其解釋 

本判決之射程，尚可延伸至道交條例第 43條第 4項危險駕駛吊扣牌照之規定
7
。該項之文義體例與修正前第 35 條第 9 項相仿，僅法律效果較輕（吊扣 6 個月）。

實務向來依98年法律座談會之結論，認縱使駕駛人與所有人並非同一，仍得對所

有人吊扣牌照，所有人僅能依第 85條第 3項舉證推翻過失推定；本判決既已就第

35 條第 9 項明白否定此一進路，第 43 條第 4 項之解釋自應一併重新檢討。林清

汶（2022）對此已有深入批判，並本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指出：酒駕之危害顯然

 
6交通部 111 年 5 月 13 日交路字第 1110405579 號函第六點。該函明示移置保管性質屬代履行，係

輔助交通管理措施之一，目的在遏止駕駛人當下繼續酒駕上路。 
7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汽車駕駛人有同條第 1 項或第 3 項行為者，並

吊扣該汽車牌照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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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危險駕駛，酒駕吊扣車主牌照 2 年既依本判決意旨限縮而使車主免責，危害

較輕之危險駕駛反得吊扣未違規車主之牌照，法制上顯失均衡。此一論證深值贊

同，理由有三：其一，該項所定規範對象為「汽車駕駛人」，並未及於非駕駛人

之車主，依處罰法定原則不得擴張；其二，其吊扣牌照與第 35條第 9項同屬行政

罰，自須具備行政罰法第 7 條之責任要件；其三，依舉重以明輕之當然解釋，危

害較重之酒駕既已作成有利車主之限縮解釋，危害較輕之危險駕駛自應同其結論。

實務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 114 年度交上字第 80 號判決亦明示，第 43 條

第 4 項之吊扣汽車牌照係違反行政義務之處罰，並未排除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

之適用，汽車所有人得舉證證明無故意過失而免罰；足見責任主義之要求於該條

項已獲實務正面肯認，惟該判決仍以推定過失為前提，較之本文主張放棄推定過

失之立場，猶屬未竟之功。 

4.5 修法建議 

酒駕防制攸關重大公益，立法者欲加重制裁、提升嚇阻效果，其方向自無可

議；惟所採之立法技術仍不得逾越法治國之基本要求。本文爰提出三點建議。第

一，明定處罰相對人。立法者倘認確有使車主承擔責任之必要，即應於第35條第

9 項明文規定處罰對象及其歸責要件，而非藉中性主詞使受罰之人隱身於文義之

後。第二，建立免責機制。宜參酌第 21條之 1第 6項之立法模式，容許車主以其

已善盡查證注意、或縱加相當注意仍難免違規發生為由舉證免責，俾於行政效率

與責任主義之間取得平衡；就長遠而言，並應一併放棄推定過失，回歸由行政機

關負舉證責任之常態。附帶言之，在修法或憲法法庭裁判作成之前，行政法院適

用修正後第 9 項時，允宜依合憲性解釋原則，將其限於所有人與駕駛人同一之情

形，或至少容許車主舉證證明其無故意過失而免罰，以緩和規範與憲法要求間之

緊張關係。第三，釐清「汽機車所有人」之概念。宜於定義性條文明定：本條例

所稱汽機車所有人，係指依民法規定取得所有權之人；於行政管理事項，得以車

籍登記名義人推定之，並許當事人舉反證推翻，使民法物權秩序與行政管理需求

得以並行不悖。 

五、結論 

本文之研究所得，可歸納為以下六點。 

第一，本判決明確限定道交條例第 35條第 9項之規範對象僅及於駕駛人，其

論證立基於處罰法定原則、立法歷程與體系解釋，理據嚴謹，殊值贊同；其核心

貢獻，在於確認「處罰對象之認定」乃行政罰之先決審查，並具憲法位階之意義。

第二，「汽機車所有人」兼具民法真正所有人與車籍登記名義人之雙重意涵，本

判決未予正面處理；本文主張於欠缺特別規定時應以民法第 761 條之真正所有人

為準，否則將導致無支配而負責之結果，於責任主義及期待可能性原則均有未合。

第三，就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之分野而言，吊扣牌照 2 年性質上屬行政罰，其發

動應以受處罰人自身之違規行為為前提；實務將其定性為管制性處分之見解，於

長達 2年之剝奪情形已難維持。第四，道交條例第 85條第 3項之推定過失規定，

於行政罰法施行後已失其正當性，應予放棄；原審在處罰對象之先決問題尚未通

過時即進入有責性審查，正是雙層審查次序之顛倒。第五，114 年 11 月 19 日之

修正以非人格化主詞使吊扣牌照效果與行為人主觀責任脫鉤，係以修法回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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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解釋之明確立法意圖；此種以狀態責任外觀包裝行為罰之技術，與處罰法定

原則及責任主義俱有扞格，且相較於同次修正第 21 條之 1 第 6 項所設之免責條

款，其全然欠缺免責機制，於體系正義上失其衡平，實有再受憲法審查之必要。

第六，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本判決有利於車主之見解，於危害較輕之危險駕駛

（第 43 條第 4項）自應一體適用。 

末以言之，本案爭議所牽動者，實為橫跨各行政法領域之通案課題：其一，

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於行政罰上可否交錯援用；其二，立法者得否藉文字技術迴

避司法見解，而不受合憲性審查之拘束。就前者而言，一旦承認狀態責任足以證

立行政罰，國家即得規避責任主義，對未為違法行為之人施以制裁；此類現象於

環境法之整治責任、營業管制之吊扣牌照等領域亦不乏其例，本判決所揭示之區

辨原則若能延伸至各該領域，其意義自不止於個案而具通案價值。就後者而言，

立法者回應司法見解固屬立法形成自由之範疇，惟該自由並非漫無界限；倘以中

性主詞實質規避處罰相對人之指定，憲法法庭於必要時即應作成具規範拘束力之

合憲性判斷。至於如何在酒駕防制之公共利益與財產權保障、責任主義之維護間

求其平衡，仍有賴立法與學理持續對話，本文所提「處罰對象之認定」與「責任

主義」之交互觀察，或可作為後續體系性研究之起點。畢竟，交通安全之維護與

法治國原則之堅持，本非互斥之選項；唯有處罰對象明確、責任歸屬清楚之制裁

法制，方能使人民對規範產生信賴與遵從，交通執法之正當性亦繫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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